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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与《三国演义》情结

李金坤

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，尤其酷爱阅读历史著作。早在家乡韶山的

私塾里，他就已通读过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纲鉴易知录》等。在长沙求

学时，他又自学了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书。进京后，毛泽

东菊香书屋的藏书已达数万册，其中，历史典籍占较大比重，诸如

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二十四史》、《资治通鉴》，历朝的“纪事本末”、《四

库备要》、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四库全书》、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、《清史稿》等，

一应俱全。一部四千万字的《二十四史》，他全部通读过，好多册的

封面及内页却已磨破。1975年病魔缠身时，他又重读《二十四史》，

书面上留有“1975.8再阅”、“1975.9再阅”等字样。直至他辞世前半

个月，他还向秘书索要历史笔记小说《容斋随笔》。毛泽东一生如此

重视学习史学著作，其目的即在于：以史为鉴，古为今用，取其精

华，去其糟粕。毛泽东认为，无论指导中国革命还是搞社会主义建

设，都需要懂得历史。1958年，他向全党发出“学点历史”的口号，要

求每个革命者“不单是懂得珍惜希腊就行了，还要懂得中国；不但

要懂得外国革命史，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；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

天，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”。他还指出：“指导一个伟大的革

命运动的政党，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，没有历史知识，没有对于实

际运动的深刻了解，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。”对于如何学习与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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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，毛泽东曾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。他指出：

“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，清理古代文学

的发展过程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，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，是发展

民族新文化、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；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

收并蓄。”

一生爱读《三国演义》的深厚情结

1936年，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，曾回忆其少年

时代的学习情况。他说：“我读过经书，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

事。我读过《岳传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隋唐演义》、《三国演义》和《西游记》

等。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，老师憎恨这些禁书，

并把他们说成是邪书。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，老师走过来的时

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。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的。许多故事

我们几乎可以背出来，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。关于这些故事我们

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，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，而且经常

和我们互相讲述。”从毛泽东这段充满深情而意味浓郁的回忆中，

少年毛泽东对《三国演义》等历史小说是何等的痴迷与钟情。小说

中那些充满聪明与智慧的英雄人物，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的印

记是多么的深刻而恒久。正由于少年毛泽东这般“少年壮志不言

愁”的赤诚情怀，因此在他后来漫长的革命生涯中，无论遇到多大

的艰难险阻，他都能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那种“独有英

雄驱虎豹，更无豪杰怕熊罴”与“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”的

浪漫主义英雄气概。这些与他少年时代崇拜《三国演义》等系列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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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人物的见贤思齐的向善美德是分不开的。

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，还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

两部不同版本的《三国演义》。毛泽东一生钟情于《三国演义》，这恰

恰体现出《三国演义》人才思想、统筹思想、尤其是军事思想上的博

大精深与无穷魅力，同时也表明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善于学习与继

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贵精神。正如他于 20世纪 30年代在党

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对贺龙、徐海东等人所说的那样：“中国有三

部小说，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红楼梦》，谁不看完这三部书，谁就不算

是中国人，或者只能算半个中国人。”此话说得似乎绝对了点，但却

正好表明了毛泽东一生对《三国演义》等小说非常钟情与挚爱。

由史学与文学之区别体现敏锐的学术眼光

毛泽东指出：“《三国演义》是小说，《三国志》是史书，二者不可

等同视之。若说生动形象，当然要推演义；若论真实性，就是更接近

历史真实，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就不如陈寿的《三国志》 ！”就真

实性问题，毛泽东分别就诸葛亮与周瑜的年龄问题，将《三国演义》

与《三国志》进行了细致的比较，他认为：“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

生，而周瑜是小生，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龄大。这可能来源于演义，

而在《三国志》上记载周瑜死时 37岁，那时诸葛亮才 30岁，即比周

瑜小 7岁。”从年龄差异这个角度考察可知，周瑜大于诸葛亮是《三

国志》的真实记载，而诸葛亮大于周瑜则是《三国演义》文学撰写的

需要，这显然是虚构的，于史实无涉。毛泽东能从《三国演义》与《三

国志》中对诸葛亮与周瑜年龄差异的对比中，敏锐地发现《三国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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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》与《三国志》因文体不同而出现的不同叙写事实，体现了毛泽东

深厚的文史功底与独到的学术眼光。

毛泽东敏锐的学术眼光还体现在对曹操的具体评价上。《三国

演义》小说与“三国”戏剧舞台上的曹操，历来都是遭贬的“反贼”、

“奸雄”，是与“智绝”诸葛亮、“仁绝”刘备相对应的“奸绝”，是白脸

小丑式的“奸臣”。总之，小说、戏剧中的曹操是道德败坏、十恶不赦

的大坏蛋、天字第一号大奸贼，故而甚至出现了观众不忍舞台上曹

操的绝顶奸诈行为而愤怒殴打演员的地步。然而，毛泽东则站在马

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，认为《三国志》中的曹操形象才是符

合历史事实的。他指出：“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，恢复了黄

河两岸的广大平原，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。”“曹操统一中

国北方，……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，……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

稳定、恢复、发展。”“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也是个了

不起的诗人。”鲁迅对于曹操也曾给予极高的评价，他认为：“曹操

是个很有本事的人，至少是一个英雄。我虽不是曹操一党，但无论

如何，总是非常佩服他。总括起来，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

清峻、通脱。在曹操本身，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。”两位伟人对

曹操之评价，可谓“英雄所见略同”，他们才真正是曹操难得的异代

知音！

《三国演义》之所以将曹操定位于“汉贼”、“奸雄”的霸政代表，

而将刘备定位于仁君的仁政代表，这是由于作者罗贯中“帝蜀寇

魏”拥刘反曹的封建正统观念所决定的。作者就是要通过对刘备之

“仁绝”与曹操“奸绝”鲜明而强烈的对比，凸显他的政治观念与道

德理想，从而体现“尊仁政”而“抑霸政”的主题思想。毛泽东对此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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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独到的见解，他认为罗贯中“拥刘反曹”的思想倾向，除了受

“汉室正统”的传统观念影响之外，还因为“继承了朱熹的传统。南

宋时，异族为患，所以罗贯中以蜀为正统。”毛泽东从马克思历史唯

物主义观点与辩证法思想来具体分析《三国演义》“拥刘反曹”的思

想倾向产生的原因，甚切实际，是颇具学术眼光而令人信服的。

毛泽东不仅极其崇尚作为政治家的曹操，而且还十分仰慕具

有杰出诗才的曹操。毛泽东经常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：“我还是喜

欢曹操的诗。气魄雄伟，慷慨悲凉，是真男子，大手笔”。 1954年夏

天，毛泽东在北戴河边工作边休养期间，常常在北戴河海岸沙滩漫

步时吟诵曹操的《观沧海》。夜晚工作疲劳后，稍作休息，出门观海，

有时也低声吟诵《观沧海》。有一天，适逢下雨，海滨风浪很大，毛泽

东不顾卫士长李银桥的劝说，仍坚持下海游泳，并且说：“风浪越大

越好，可以锻炼人的意志。”于是，毅然下海畅游了一个多小时。次

日，毛泽东面对大海，遥想千年前的曹孟德及其《观沧海》，喜看“六

亿神州尽舜尧”的社会主义新时代，抚今追昔，感慨万千，壮怀激

烈，遂一气吟成了《浪淘沙·北戴河》这首词。词云：

大雨落幽燕，白浪滔天，秦皇岛外打鱼船。一片汪洋都不见，知

向谁边？ 往事越千年，魏武挥鞭，东临碣石有遗篇，萧瑟秋风今又

是，换了人间。

很显然，毛泽东此词与曹操《观沧海》都是“观海则意溢于海”

的借景抒情、情景交融的杰作。比较《浪淘沙》与《观沧海》，前者受

后者影响是显而易见的，可谓是现代版的“《观沧海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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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于学习《三国演义》的战略战术军事思想及人才思想

毛泽东一生喜爱《三国演义》，他是从军国大事的角度去理解、

感悟和运用《三国演义》的教育意义的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
（一）视《三国演义》为兵书，从中汲取丰富的军事思想营养。毛

泽东在 1936年 12月撰写的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这部著作

中，结合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际，就有关战略防御原则问

题深刻分析道：“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案例是非常多的。

楚汉成皋之战、新汉昆阳之战、袁曹官渡之战、吴魏赤壁之战、吴蜀

彝陵之战、秦晋淝水之战等有名的大战，都是双方强弱不同，弱者

先让一步，后发制人，因而战胜的。”在此所列的六个以弱胜强的战

例中，《三国演义》中就着重描写了三个，可见印象之深刻。在《论持

久战》这篇军事名著中，毛泽东十分辩证地分析了在敌我双方力量

悬殊的情况下如何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的道理。他说：“敌强我

弱，我有灭亡的危险。但敌尚有其他缺点，我尚有其他优点。敌人优

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，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。

我方反是，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，缺点则因我这努力而克

服。所以我能最后胜利，避免灭亡，敌则将最后失败，而不能避免整

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。”上列毛泽东有关“以弱胜强”的军事思

想，都明显烙有《三国演义》中“以弱胜强”军事思想的印记。

（二）视《三国演义》为举贤书，从中吸取重视与选用人才的思

想良方。在对《三国演义》的反复阅读中，毛泽东深切体会到知识分

子的重要作用。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郑重指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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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，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。你们看过《三国演

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。魏、蜀、吴三个国家，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

分子，有高级的知识分子，有普通的知识分子，那个穿八卦衣拿鹅

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；梁山泊没有公孙胜、吴用、萧让这些人就不

行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。

《三国演义》中有许多生动选人用人事例，为现代的组织人事

工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作用。毛泽东曾对薄一波说过，你们北

方人刘备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诸葛亮，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，到了四

川，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。这是以《三国演义》

为例，说明真正的人才要善于搞好团结与协作，这样才能真正发挥

好人才效应。毛泽东还列举《三国演义》中著名的“三顾茅庐”的故

事，说明重视人才和用好人才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刘备得了孔明，说

是‘如鱼得水’，确有其事，不仅小说上那么写，历史上也那么写，也

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。群众就是孔明，领导就是刘备。一个领导，一

个被领导。”可见，毛泽东对《三国演义》中人才思想的学习、借鉴与

吸收是相当用心而见成效的。

（三）视《三国演义》为政策书，从中采纳政策与策略的思想精

华。1941年 1月，我国历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。对于这

样一个重大事件，共产党内部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尤其是在如何

对待蒋介石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问题上，意见分歧甚大。有人认为与

国民党的联合已经彻底破裂，毫无希望，强烈主张对国民党从政治

上、军事上立即予以全面反击。在这十分关键的时刻，毛泽东头脑

冷静，认清形势，一切从大局出发，从中国光明的未来出发，将阶级

矛盾力置于民族矛盾之下。在一次形势报告会上，毛泽东以《三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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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义》中诸葛亮的联吴抗曹的战略为例，分析与强调了坚持抗日统

一阵线政策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三国时期，荆州失守，蜀军进攻东吴，

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，打得大败，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

有区分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，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

要矛盾。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“东联孙吴，北

拒曹操”。曹刘是主要矛盾，孙刘是次要矛盾。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

线的内部的矛盾。”

毛泽东吸取刘备忽略主要矛盾而攻打吴国的惨败教训，分析

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必要性与重要性，结果很快统一了全党对皖

南事变的认识。一致认为，大敌当前，应以民族解放利益为重，不计

前嫌，顾全大局，坚持与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阵线。事实证明，毛泽

东的这一决策是非常英明正确的。而它的这一思想源泉，正是来自

于《三国演义》。

毛泽东一生喜爱读书，学以致用，身体力行，用以指导中国革

命的实践，取得了很好的古为今用的阅读效果，这在对四大名著之

一的《三国演义》思想精华的接受方面尤为突出。毛泽东能够正确

区分史学巨著《三国志》与文学著作《三国演义》的不同文体性质，

认识到《三国志》的真实性与《三国演义》虚构性的叙述特征的本质

差异，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辩证思想来具体阐明《三国演

义》“拥刘反曹”思想产生的原因。毛泽东不仅崇尚曹操杰出的政治

家才干，而且还仰慕他非凡的诗人才华，化用曹操《观沧海》诗的雄

阔意境而创作了豪气满纸的《浪淘沙·北戴河》词。他十分自觉地从

《三国演义》中汲取丰富的军事思想营养，吸取选用人才的思想良

方，采纳政策与策略的思想精华，为我所用，用而见效。从毛泽东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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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国演义》文化精神的自觉接受过程中，我们由衷敬仰一代伟人

注重承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贵精神与好学美德，同时也深深

感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不朽而神奇的魅力。

（本稿由镇江市社科联推荐）

李金坤，1953年生，江苏金坛人，文学博士，江苏大学人

文学院教授，北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。从事高校古代文学教学

与研究 30余年。中国屈原学会等多家国家级学会理事、镇江

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常务理事、镇江市三国演义学会副会

长。出版专著（参著）20余部；在《文学遗产》、《经学研究》（台湾）、《人文中国

学报》（香港）、《国际言语文学》（韩国）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0余

篇。主持并完成国家、省、市级科研项目 6项，获国家、省、市各级社科优秀成

果奖 20余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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